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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
文
科
生
，就
业
难

1930年代，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已经成了普遍

的社会问题。不满越积越多，并且通过报刊杂志

在全国的大学生之间传递着焦虑。终于，愤怒的

学生要求国家给个说法，抗议从高校最密集，而就

业情况又很不乐观的北平开始。

1934年5月，以谭庶潜为首的北平大学生组

织了“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该同

盟学生召开记者招待会，除争取社会舆论对大学

生就业问题的关注外，还控诉政府广设高校，高校

广收学生，却不管学生出路。上海、南京、北平、山

西等多个省市大学生群起响应，南京的中央大学

和金陵大学以及上海的暨南大学，都组建了求职

请愿组织。

30 年前的东京日本法政速成科留学生汪精

卫，此时已经成为行政院长，对学生只有好言安抚，

并成立了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帮助学生就业。该

机构虽无实质作用，还是详尽调查了学生的求职意

愿。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学生都喜欢待在体制内

——政府或者教育界；在就业地域上，百分之七十

以上的学生首选大都市，选择乡村的寥寥无几。

这种局面，国民政府显然是束手无策。釜底

抽薪的办法，是简单粗暴的缩招文科专业，调整文

科实科比例。

在政府推动的一系列院系调整下，1935 年，

实科录取新生数量首次超过文科。到了1939年，

实科占 59.4%，文科占 26.3%，实科人数是文科人

数的两倍多，学科结构调整的效果已经十分显著。

彼时抗战已经爆发，政府与军队中吸纳了大量

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然而当抗战结束之后，原先

服务于政府和军队的大量学生又被遣散出去，战后

的就业市场也不比从前有什么显著改善，包括大学

生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失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毫无办法，除了通过有限

的开放政府岗位外，还鼓励大学生回到家乡或到边

疆服务。1947年的教育部第2054号训令明确规

定:“各院校毕业生有志从事边地研究工作，品学

兼优，能吃苦耐劳者由学校选送再由教育部核定。”

虽然就业烂到了这一步，但缺乏强制力的国

民政府版“上山下乡”依旧响应者寥寥。极高失业

率下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将陪伴国民政府走过

在大陆的最后岁月。

（作者：海下，来源：大象公会微信公众号，有删节）

1948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官媒《中央日报》

刊出了一则通讯，《生活高压下，一青年自杀》，大

体是一穷苦大学生，在考取机关公务员后，因为没

有人作保而失去了得之不易的工作机会，贫困之

下含恨自杀。

民国的大学生人数，从每年几百到每年几千，

最多时也未超过每年一万人。在四万万人口中堪

称稀少。收入的门槛就把绝大多数人挡在了高等

教育之外。依据梁晨、李中清等学者的研究，二十

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上海大学生的一年花费大

概在500元左右，如果加上中小学教育投入，培养

大学生的成本还要增加很多，当时有人推测费用

约5000元之巨。

而同时期的统计表明，上海30个行业男工平均

实际年收入不过刚刚超过250元，在农村更是需

要四五百亩土地的地主家庭才能供养一位大学生。

1922 年北洋政府的《壬戌学制》规定高等学

校分为大学、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以设立

主体划分，又可分为公立和私立，公立高由政府主

办，包括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私立高等院校由

私人投资创办，大体分为由外国人所办的教会大

学和中国民办投资。

民国时期，高校鄙视链大致如下：教会大学>国

立大学>省立大学>民办大学。自然，各级大学都有

例外，顶级的国立大学如交通大学，与教会大学相比

就业上并不逊色，甚至胜过教会大学中较次者。

一般而言，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就业质量

都十分有保障，到了省立大学就差了一大截，

1929-1936 年省立安徽大学毕业生就业比例仅

为71%，河北、江西各自的省立专门学校就业率也

在八成以下，至于各类鱼龙混杂的民办大学，就业

率更是参差不齐。

但和就业率关系更大的，其实是专业。

中国的教育改革始于清末新政的一揽子计

划，1902 年推出壬寅学制，1905 年停废科举。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传统德育思想相反，近代

高等教育的创办带着强烈的实用色彩，在一片仓

皇中加速发展。

大清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朝廷越发意识

到制度变革的重要，原本被忽视的政法之学忽然

变得炙手可热。在驻日公使的努力下，日本甚至

专门设置了一学年的法政速成教育，由日本教员

讲授，随堂配以汉语翻译，学生甚至不用学日语。

停废科举的同年，清廷开始推行海归考核制

度，并将考核成绩与功名挂钩，对于已经形成读书

做官依赖的广大士大夫而言，绝不会放过做官机

会、有眼光有财力者纷纷开始谋划出国，而赴日法

政速成科正是他们的首选。

1905到1906年，留日学生的数量达到了登峰

造极的地步，一时之间竟然达到了八千人之多。

这些不会日语的留日人才，归国后很快占据要津，

模仿日本而设的各类法政学堂遍地开花。在数量

上占绝对优势，远远大于其他几类专门学校的总

和。

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发展，再加上1927年

后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高等教育又迎来了一轮

扩张，专科学校数量逐渐减少，大学和独立学院的

数量逐步增加，后者所占比例从民国伊始的3.5%

增加至71.8%。越多的大学，就意味着越多的文科

专业（文科、法政、教育和商业等）和越多的文科毕

业生。到了上世纪30年代，文科毕业生已经是实

科毕业生的6-7倍，且有扩大之势。

由于经济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滞后，社会提

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导致总人口比例中的青年人

失业人数增多。这是一个贯穿民国始终的问题，

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降，失业问题变得

愈来愈严峻。1931年7月上海市公安局的报告中

指出，当时“全市除租界之外失业率是19.05%”，南

京市社会局在1930年的报告中也指出，当时“全

市失业及无业人口共计300306人，约占全市人口

的54%”；同一年的北平“约有23万人失业”。大学

生也很快跌入失业大潮之中，而文科生尤其是重

灾区。

教育部对1933-1934两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

校毕业学生就业状况调查资料显示，“全国失业大

学生，农、工、理、医科2000余人，文、法、商科6000

余人，共计9600余人”。失业队伍中，文法类学生

占了多数。

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称，1933、1934年两年度

中，大学毕业生中未就业占到13%。其中，“属文

法两科者占四分之三，属理工农医十分之一二”。

文科的失业人数不仅远超实科，失业率更是实科

的近3倍。

当时大部分文科教育已经不能发挥出跨越阶

级的作用。政府几乎没有通畅普遍的官僚选拔机

制，文科生就业的一大出路——公务员考试在当

时并不能走通。

而中国产业规模又小，根本不需要大量服务

业的岗位。文科生能够实现自由就业的地方，高

度集中于狭小的传媒出版和教育行业，那里已经

供养了为数不少的民国大师，同时还有中专师范

毕业生竞争。

大学文科生处于尴尬的夹心层。

没几个大学生，就业却很难

文科的膨胀与失业危机

失业催化的学运

上个世纪初，俨然是文

科生的黄金时代，象牙塔内

到处是学贯中西的名流学

者，舆论场上是慷慨激昂的

人文知识分子，更有在政商

界活跃，担当政府高参者。

然而风光热闹其实只属于民

国大师，在他们背后，仍是无

数生计无着的文科大学生。
◀燕京大学，是20世纪初由

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

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之

一，校址位于今北京大学


